01導論一
一、導論
（一）但以理書的特殊處
1. 但以理書的獨特性與末世啟示
《但以理書》在舊約聖經中獨樹一格。它既非傳統的先知書，也非純粹的歷史書。它的核心特點是啟示文學，透過夢、異象、徵兆和數字等方式，超越單一國家的歷史敘事，對人類歷史採取普世性與全面的綜觀。它尤其關注歷史的趨勢及歷史的終結，因此被看作一卷末世（eschaton）的書。它的神學前提跟律法書一致：創造萬物的神掌管著歷史，並將歷史引導至最終目標。
2. 神對歷史的掌管與對信徒的意義
但以理書揭示了神從祂的角度對普世歷史的旨意，強調神對列國的應許和實現。這對身處困境中的信徒具有強大的精神支持，使他們確信無論國家或教會遭遇何種威脅，神的旨意絕不會受阻。這信息鼓勵信徒保持勇氣和信心。事實上，世俗專制政權常因但以理書宣告神會推翻不義、拉下強權，而對它的內容感到忌憚。教會需要堅定宣講神是歷史的主宰和審判者，以避免陷入失敗的泥淖。
3. 學術界對啟示文學的態度轉變
在十九世紀，由於文學批評學派（如威爾浩生）的影響，要求聖經書卷必須對應可認知的歷史，導致《但以理書》等啟示文學被貶低為次等。但是，自從二戰結束後，以潘能博格為代表的神學家發起了啟示文學的復興。潘能博格挑戰了舊有的歷史前提，主張歷史必須具有普世性的視野，才具備完整的意義。他將《但以理書》定位為連接新舊約的重要文獻，站在歷史的交叉道上，極大地提升了但以理書的學術地位。
4. 閱讀與解釋《但以理書》的挑戰
儘管《但以理書》具備巨大的神學價值和對教會的積極作用，但它並非一本容易解釋的書。事實上，書中某些重要的段落連最有經驗的解經家都感到棘手，學者們對幾乎每一個關鍵問題都存在不同的意見。因此，對但以理書的研讀和註釋需要謹慎和客觀的態度，才能期待從當中發掘真理。
（二）但以理書的結構、所涵蓋的歷史年代、成書年代和歷史真實性的爭議
1. 《但以理書》的結構與語言劃分
但以理書十二章涵蓋了從公元前 605 年（尼布甲尼撒首次入侵）到公元前 537 年（被擄之民首次歸回後不久）的歷史時期。結構上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至六章記述但以理跟他朋友們的歷史事件，而第七至十二章則記錄但以理晚年所見的四個異象，年代多有重複。此外，但以理書的文字使用希伯來文和亞蘭文交替出現，形成了以亞蘭文（二章 4 節到七章 28 節）為核心的結構，也證明了整本書卷的連貫性。
2. 成書年代的爭議：第二世紀論的挑戰
儘管但以理書的內容明顯記載公元前六世紀的事件，但學術界主流觀點（特別是十九世紀末以來）幾乎一致認為這本書卷寫於公元前二世紀，目的在激勵猶太人對抗外族的宗教和政治壓迫。持這個觀點的學者（如德萊維）認為作者是利用被擄時期的傳說，加上異象來描繪歷史趨勢。但是，隨著考古和語言學知識的增加，這一派的學者必須不斷修正他們語言學的論點，但是對於歷史方面的論點仍堅守不變，成為持續爭論的焦點。
3. 歷史記載的真實性與爭議點的釐清
下面的說法逐一審視了學者們對《但以理書》歷史記載提出的主要質疑，並提出辯護。
(1) 約雅敬第三年被困 (但一1)： 
雖然《列王紀》沒有記載，但《列王紀》和《歷代志》都證實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 597 年圍城前就曾進入猶大。巴比倫編年史的獨立資料也證明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 605 年有時間進行軍事行動。兩種曆法（登基年和非登基年）的差異，足以解釋《但以理書》和《耶利米書》在年代記錄上的細微出入，記載並不是錯誤。
(2) 伯沙撒王 (但五章)：
雖然巴比倫君王名錄沒有臚列伯沙撒為君王，但考古證據（楔形文字泥版）證實他是巴比倫最後一任君王拿波尼度的長子和攝政王，實際上行使王權。但以理書裡稱他為「王」是恰當的。此外，但以理書中提到，凡能解讀神祕文字的人，將可得到在國中位列第三之獎賞。顯然作者知道伯沙撒位列第二，僅次於其父拿波尼度。至於稱他為「尼布甲尼撒的兒子」（或「父」），可能是一種比喻用法（如「祖父」或王室繼承者），而不是血緣錯誤。
(3) 瑪代人大利烏 (但五31)：
這是最大的爭議點，因歷史上古列王在大利烏一世之前統治巴比倫，佐證如下：書中明確稱他為「瑪代人」且年約六十二歲，以區分後來的波斯王大利烏一世。這裏一個有力的解釋是，瑪代人大利烏是古巴魯（Gubaru）的另一個名字，古巴魯是古列所指派的巴比倫總督，在古列離去後是實質統治者，因此被稱為「王」（亞蘭文 malka^的意思比「王」更廣泛）。另一派觀點（魏茲曼）甚至主張瑪代人大利烏就是波斯人古列本人，因為古列與瑪代關係密切，並曾被稱為「瑪代王」。只是，無論哪種解釋，都顯示作者對歷史細節的掌握比批評者所假定的更為豐富和精確。
4. 結論：作者歷史認知的可靠性
總而言之，針對《但以理書》的歷史記載，這裏強烈主張沒有充分理由質疑作者的歷史知識。許多一度被認為是錯誤的細節（如伯沙撒），後來都被考古證據所證實。而且也有跡象表明，作者可能掌握了現代歷史學家尚未獲得的資料，因此在缺乏確鑿反證的情況下，應當承認《但以理書》在歷史認知方面的可靠性。
（三）但以理書的原文議題
這個議題的重點圍繞著《但以理書》的原文語言、語言學與成書年代的關係，以及全書的連貫性與作者單一性的爭議。說明如下：
1. 兩種原文語言及其寫作意圖
《但以理書》由兩種語言組成：希伯來文（一 1~二 4a，八 1~十二 13）和亞蘭文（二 4b~七 28）。亞蘭文在當時是國際性的官方語文，學者推測作者可能蓄意使用兩種語言：將包含對列邦信息的部分（二至七章）用國際通用的亞蘭文書寫，而將對猶太人有特別意義的部分用希伯來文。這兩種語言的並存，也顯示了但以理書的一貫性。
2. 語言學證據與成書年代的爭議
過去的學者常試圖利用語言學證據（希伯來文、亞蘭文中的波斯語和希臘語借詞）來將《但以理書》定於公元前二世紀（馬喀比時代），理由是希臘語借詞暗示亞歷山大征服之後的年代。但是，近代的語言學研究，特別是紀群(K. A. Kitchen) 的詳細考證，強烈駁斥了這一論點：
(1) 希伯來文：它的語法無法確定地指向某一特定世紀。
(2) 亞蘭文：屬於「君王式亞蘭文」的早期傳統（公元前七至四世紀），更可能是源於東方（米所波大米），而非公元前二世紀巴勒斯坦地區的語言。
(3) 借詞：書中的波斯借詞屬於古波斯文，希臘借詞只有三個（且都是樂器名稱），這點跟公元前三、二世紀希臘文化廣泛普及的巴勒斯坦環境不符。
因此，語言學證據現在更傾向支持但以理書的亞蘭文年代應在公元前六世紀末到四世紀，而不是公元前二世紀。
3. 全書連貫性與單一作者的爭論
對於《但以理書》是否由單一作者寫成，學術界存在爭議。
(1) 多作者論：主張前後兩部分（歷史故事和異象）反映不同年代的資料，特別是第一至六章可能源自巴比倫的早期傳說（公元前六至四世紀），而後半部異象（七至十二章）是由公元前二世紀（馬喀比時代）的編者改編或增補而成的。
(2) 單一作者論：有部分學者堅持全書精神、宗旨和文學特徵一氣呵成，運用了古近東常見的 ABA 式文學結構。他們認為整本但以理書擁有相同目的和歷史背景，駁斥了多位作者的說法。雖然有學者仍接受公元前二世紀的成書年代，但也有許多學者認為，如果前半部資料確定來自更早的時期，那麼單一作者論與公元前二世紀成書的說法便無法同時成立。
4. 預言性質與昆蘭文獻的衝擊
堅持公元前二世紀成書論的主要論據是第十一章對安提阿古四世時代的詳細描述，這被視為歷史紀實而非預言，藉此鎖定成書年代。但批評者認為，這應當被看作預言，如同新約中耶穌的預言一樣，不必然是在事件發生後才寫成。此外，昆蘭遺址（死海古卷）發現了《但以理書》的抄本，其中最早的年代非常接近公元前二世紀成書的時間，這使得「這書卷被接受為正典的時間過短」成為一個難以解釋的問題，這也間接支持了但以理書源於更早年代的可能性。
5. 總結成書年代的觀點
綜觀所有證據，雖然仍有學者堅守公元前二世紀的寫作年代，但有強烈跡象支持《但以理書》的大部分內容源於巴比倫的早期時期。最能符合所有相關因素（包括語言學、歷史準確性和全書連貫性）的結論是：全書最有可能於公元前六世紀末或公元前五世紀初由單一作者寫成。
（四）進一步深究但以理書寫作年代與連貫性的學術爭議
這個議題的核心在於探討《但以理書》的寫作年代、出處以及這卷書的連貫性，特別是對於書中內容究竟是預言還是事後歷史紀實的爭論。根據書中記載，但以理於公元前 605 年被擄往巴比倫，並一直生活到公元前 537 年，因此傳統觀點認為整本書卷應該在公元前 6 世紀末或 5 世紀初由但以理本人完成。但是，由於第十一章對公元前 2 世紀安提阿古四世時期的歷史事件記述得極為詳盡，許多批判學者堅定地認為這部分內容實為事後追溯的歷史，因此推斷整本書卷的寫作年代應在公元前 167 年至 165 年的馬喀比時期，這一個觀點至今還是學界的主流立場。
關於整本書卷的出處跟作者問題，學者們提出了重要的證據來質疑馬喀比時期的寫作年代。首先，從語言和背景來看，但以理書第一至六章展現出極為清晰的巴比倫色彩，例如書中對尼布甲尼撒建造巴比倫和伯沙撒作為攝政王的描述，被認為是遠在幾個世紀之後的巴勒斯坦作者難以準確掌握的細節。此外，昆蘭遺址中發現的「拿波尼度的禱告」更進一步暗示了第四章的故事源於公元前三世紀或更早的巴比倫傳說。許多學者因此傾向於承認第一至六章的內容應源自巴比倫，且最可能在安提阿古四世的危機之前就已大致成形，因為故事中描寫的與外族互動情況，難以在馬喀比時期猶太人與異教徒尖銳對立的環境中產生。
猶如前述，在單一作者與整卷書連貫性的討論上，多位作者論者認為必須放棄全書連貫性，假設公元前 2 世紀的編者運用了早期的巴比倫故事，並加入了後來的異象。然而，支持全書一貫性的學者如羅理（H. H. Rowley）則提供了強有力的論證，指出《但以理書》從頭到尾在精神氣質、文學結構（如特殊的 ABA 結構）和對特定詞彙的偏好上都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這種「心智的特質」難以被多位作者借用或模仿，因此證明了全書很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
最後，昆蘭（死海古卷）的考古證據為寫作年代的爭議帶來了新的考量。但以理書的抄本殘篇被鑑定為不晚於公元前 2 世紀末，這意味著如果這卷書的原稿是在公元前 160 年代才寫成，那麼它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流傳並被一個教派尊崇接納為正典，在時間上極為緊迫。因此，部分學者認為昆蘭的證據排除了馬喀比時代的寫作年代。綜合考量巴比倫起源的有力證據、全書文學上的一致性，以及昆蘭抄本所提供的年代線索，綜合所得出來的結論是：儘管支持公元前 2 世紀寫作年代的學者人數眾多，但將整卷書看作是在公元前 6 世紀末或 5 世紀初寫成，是最能符合所有相關證據的立場。
（五）《但以理書》的文體特徵與啓示文學地位
1. 啟示文學的界定與《但以理書》的獨特性
學者們普遍同意《但以理書》是舊約聖經中最傑出的啟示文學（Apocalyptic Literature）典範，但它同時也是一個例外。傳統上，啟示文學常被認為源於外來影響（如波斯），且多採用假名寫作，內容充滿象徵和末世景象。但是，《但以理書》的前六章卻呈現出宮廷故事、通俗傳奇小說或智慧文學的風格，描寫的是巴比倫真實的歷史城市、君王和強權，缺乏後期啟示文學中常見的象徵手法和對巴比倫滅亡的暗示，顯得相對「平淡」很多。這種獨特性使得一些學者試圖將前六章與後續的異象分開歸類，但這會削弱全書的連貫性。由於《但以理書》是最早的啟示文學作品之一，它更應被視為原型或典範，為後來的作品提供了啟發。
2. 啟示文學的來源：智慧與預言的融合
關於啟示文學的起源，傳統認為受波斯（祆教）影響，但是這個觀點已經受到質疑，因為祆教經典的成書年代可能較晚，反而更可能是受到聖經影響。因此，現代學者更傾向於從聖經內部尋找啟示文學的根源。其中一個重要來源是智慧文學，因為《但以理書》一開始就提到但以理跟他的朋友接受巴比倫哲士的智慧訓練。另一個更受支持的來源是舊約預言，許多學者認為啟示文學是從被擄之前和被擄時期的預言衍生出來的內在發展。這表明《但以理書》並不是單一的體裁，而是智慧和預言傳統下的巧妙融合。它分為前後兩部分的結構（前半部有歷史背景，後半部為象徵性異象），這跟《撒迦利亞書》等先知書的寫作模式相似，證明啟示文學可以融會各種文學形式。
3. 《但以理書》作為「世界觀」啟示的獨特貢獻
《但以理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超越了傳統以以色列為中心的預言，首次從世界強權的歷史觀點來呈現神的啟示。在巴比倫被擄的文化衝擊和政治壓迫下，傳統以「約」為基礎的歷史詮釋就不再適用了。但以理作為宮廷謀士的背景，使他能以更廣闊的視角，將列國跟他在神全盤計畫中的角色納入考量。
(1) 歷史的綱要與結局： 通過尼布甲尼撒的夢和但以理自己的異象，書中將世界歷史劃分為四個短暫的帝國，最終由神所建立的第五個永恆國度取代，確立了「人所建立的王國是短暫的」這一項基本真理。
(2) 預言的目標： 雖然先知書著重於對以色列的警誡和呼籲悔改，《但以理書》卻是向異邦君王啟示神的作為，且明確指出人所建立的國家價值觀只會每況愈下，最終如野獸般走向毀滅。
(3) 盼望的代表： 儘管人類帝國注定失敗，但國度最終將賜予「一位像人子的」（人類的代表），這代表了神並沒有放棄人類，為全人類帶來了盼望。
(4) 時間的象徵性： 書中對「時期」（如「一段時期、二段時期、半段時期」）和數字的運用，具有象徵意義，暗示歷史已在某種程度上被預定，但同時也表明「結局尚未到來」，呼籲神的子民在苦難中忍耐到底，因為神仍掌權。
總結來說，《但以理書》在舊約中跟其他書卷完美融合，但它以世界歷史為宏大背景，清晰概述了列國的興衰與終結，展現了神對人類歷史的主權和最終的干預，成為理解舊約啟示文學的關鍵文本。

